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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作为秦汉道家的重要论著，《淮南子》对管子有着多方面的思想认识，表达出由衷的尊崇之情，将其看

作春秋时期的政治伟人之一。虽然《淮南子》对管子生平所言不多，但无论是对管子之功，对管子之才，还是对管子

之思，都是极为推重，赞赏其忍辱进取、兴国为民的政治精神，称扬其尊王攘夷、佐桓兴齐的政治功业，视之为“贤

相”楷模。立足黄老，《淮南子》论管与儒、法家有异，彰显出鲜明的道家精神，并试图借鉴管子兴齐的政治经验，探

求西汉王朝的长盛之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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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秦汉思想史上，《淮南子》立足黄老，试图备
“帝王之道”，接“人间之事”，究“天地之道”（《要

略》）
［１］
，从中探求西汉王朝的长盛之谋，促其稳定

发展。在《淮南子》看来，西汉王朝的求“治”之道，

应以史为鉴，能从先秦时期成功的政治经验中有所

借鉴，而管仲相齐、桓公称霸即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

一。“管仲免于累绁之中，立齐国之政，九合诸侯，

一匡天下”（《?论训》）。《淮南子》认为，桓公时期

齐国之所以能摆脱内忧，走向强盛，根因在于重用管

仲为相。正由于管仲治齐有法，“其为政也，善因祸

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能“通货积财，富国瞗兵，与

俗同好恶”
［２］２１３２－２１３３

，所以齐国最终复兴于春秋之

际，桓公也成为“五霸”之首。基于此，对管仲之于

齐国政治的特殊作用，《淮南子》在思想上高度肯定

和评价，而对管仲其人，也十分尊崇。就历史文化而

言，《淮南子》论“管”，反映出齐文化对其深远的历

史影响，而且因其深受西汉黄老思潮熏染，所以在秦

汉时期别具特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论“管”之功

管仲相齐、桓公称霸，这是春秋时期最为重要的

历史事件之一，也是齐国政治史上的里程碑。正是

基于管仲改革的积极作用，桓公之时的齐国一跃成

为西周东迁后，最富现实影响力、号召力的政治大

国。也由此，管仲成为先秦时期最伟大的政治家之

一，为当时及后世政治家、思想家所时常称道。孔子

曾言：“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

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 衽 矣”（《论 语·宪

问》）
［３］２１３２

，对管仲在春秋时期所建立的政治功绩，

给予高度肯定和颂扬，认为其不仅能佐桓公，霸诸

侯、匡天下，而且能攘夷狄、安百姓、存文脉，使华夏

民族免于“被发左衽”之灾。到秦汉时期，这种对管

仲的推崇之意、赞扬之情，仍能在许多思想著作中可

以看到，而且与孔子相较，更显示出时代化的独特认

识，发散出浓厚黄老精神的《淮南子》即是其一。

在《淮南子》中，管仲屡被提及，被视为先秦时

期的政治伟人。若具体而言，《淮南子》对管仲的思

想认识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涉及管仲的人生经历。一是早期管仲的

政治发展，“管仲辅公子纠而不能遂，不可谓智”

（《?论训》），“伊尹负鼎而干汤，吕望鼓刀而入周，

百里奚转鬻，管仲束缚，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

（《修务训》），“管子以小辱成大荣”（《人间训》）。

在管仲的一生中，从“辅公子纠”到辅公子小白是其

转折点。在齐国内政发生重大变化、君位继承权处

于激烈斗争中的时候，管仲起先并未选择后来的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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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子小白），而是跟随公子纠。甚至在政争中，

曾与桓公发生过激烈的冲突，重创过后者。这使得

桓公成功即位后，对管仲深为痛恨，必欲杀之而后

快，也因此使得“管仲束缚”，被囚运回齐国。可以

说，这段经历是管仲政治生涯之低谷，几乎让其丧失

生命，更遑论仕途。在《淮南子》看来，管仲的这段

人生坎坷、屈辱经历，非但不损其伟大，相反，所谓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正是其终为“圣人”之基

础，值得肯定。二是管仲与鲍叔牙的政治交谊，“无

管仲、鲍叔以为臣，故有豫让之功”（《道应训》）。在

先秦史上，管、鲍之交是著名的政治佳话，被视为知

人举贤的典范。正因有着鲍叔牙的相知，以及在困

难中的竭力相助，管仲才为桓公所谅解和信任，最终

施展雄才，兴盛齐国。

第二，涉及管仲的政治功业。一是辅佐桓公，成

齐霸业。“管仲免于累绁之中，立齐国之政，九合诸

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躯，不顾后图，岂有此

霸功哉！”（《?论训》）“文王举太公望、召公而

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泰族训》）。《淮南

子》认为，桓公之时的齐国之所以能“九合诸侯，一

匡天下”，这与管仲之力密不可分。反之，对管仲而

言，由于其竭心尽力辅佐桓公，成齐霸业，所以才能

成为举世闻名的政治家，建立自己在春秋之际的显

赫功业，名传青史。二是攘除夷狄，护卫华夏，“管

子忧周室之卑，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国，民不得宁

处，故蒙耻辱而不死，将欲以忧夷狄之患，平夷狄之

乱也”（《泰族训》）。《淮南子》认为，管仲能在春秋

时期，凭借齐国的政治实力，解决“夷狄伐中国，民

不得宁处”的现实问题，最终“平夷狄之乱也”，这是

其难能可贵的政治业绩，值得赞扬。

第三，涉及管仲的政治评价。在齐国史上，管仲

与晏婴虽时代不同，但都为一代名相，为后人所称

道。所以，管、晏相提，这在《淮南子》为常见，如“执

术而御之，则管、晏之智尽矣”，“景、桓公臣管晏，位

尊也”（《主术训》），“从管、晏视伯夷，则戆矣；从伯

夷视管、晏，则贪矣”（《齐俗训》）。此外，《淮南子》

有时也将管仲与百里奚并论，“管夷吾、百里奚经而

成之，齐桓、秦穆受而听之”（《缪称训》），“百里奚

转鬻，管仲束缚”（《修务训》）。百里奚是春秋时期

秦国著名的政治家，生平经历与管仲相仿，都遭遇过

坎坷困窘，但最终也有幸为秦穆公所赏识，任以治

秦，促成穆公之时秦国的强盛。由此可见，不论是

管、晏，抑或管、百，实际上都被《淮南子》视为先秦

时期的贤相楷模，充分肯定其政治功绩与历史地位。

第四，涉及管仲形象的政治文化意蕴。“故管

子文锦也，虽丑登庙；子产练染也，美而不尊”（《缪

称训》）。《淮南子》认为，管仲虽然在生活上有奢侈

之嫌，但因其有功于国，所以盛名不为瑕疵所掩。

《淮南子》还批评那些“丑必托善以自为解，邪必蒙

正以自为辟”之辈，认为这些人“行无廉耻，辱而不

死，曰管子之趋也”（《泰族训》），尽管其言行可鄙，

却喜欢与管仲相比，给自己的不当行为寻找借口。

“于是百姓糜沸豪乱，暮行逐利，烦籋浇浅，法与义

相非，行与利相反。虽十管仲，弗能治也”（《齐俗

训》）。在政治上，《淮南子》虽然推重管仲的杰出才

能，但认为如同统治者“以其知巧诈伪，饰众无用，

贵远方之货，珍难得之财，不积于养生之具”，那就

算是“十管仲”，也无法真正有效治理国家。实际

上，在《淮南子》这些论“管”之言中，显示出管仲已

形成特定的政治文化形象，成为人们在政治上或生

活中时常提及，甚至比附的历史对象。

此外，《淮南子》中还有直接涉及《管子》一书之

处。一为引《管子》之言以明事理，“物故有近之而

远，远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绳，至所极而

已矣。此所谓《管子》‘枭飞而维绳’者”（《道应

训》）。《淮南子》认为人们在现实中，不论如何行

事，其结果都在于实现预期目的，这正如鸟儿的飞翔

虽无确定方向，但最终都归于栖息之地。二为论说

《管子》之书产生的历史缘由，“齐国之地，东负海而

北障河，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

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

业，故《管子》之书生焉”（《要略》）。客观而言，虽

然《淮南子》中直接谈及《管子》仅此两处，但实际上

后者在思想上对《淮南子》具有深远影响，是《淮南

子》思想体系得以构建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

总之，对管仲在齐国政治史上的重要作用及地

位，《淮南子》有着深刻认识，而且给予积极的历史

肯定和评价。因此，在《淮南子》中，管仲备受推崇，

被视为尊君之能臣，兴国之贤相，在很大程度上，成

为《淮南子》所憧憬的政治伟人形象。

二、论“管”之才

在思想上，《淮南子》“纪纲道德，经纬人事”

（《要略》），试图推动西汉王朝走向“通治之至”

（《本经训》），因此尤为注重总结和反思先秦时期的

政治经验，从中探求较为理想之“治道”。管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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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佐桓公称霸，这在春秋政治史上，是尊王强国的

历史典范，对《淮南子》而言，非常值得镜鉴。基于

这种认识，《淮南子》在论及管仲时，多有颂扬，表达

出由衷的推崇之意，甚至以“圣人”称之，认为其兴

盛齐国的政治成就堪为“霸功”。实际上，作为 “贤

相”楷模，不论是政治精神、政治实践，还是政治文

化上，管仲都彰显出独特的历史内涵，其强烈的求治

意识与事功精神对《淮南子》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对管仲忍辱进取、兴国为民的政治精神，

《淮南子》深为认同和赞赏。

“管仲辅公子纠而不能遂，不可谓智；遁逃奔

走，不使其难，不可谓勇；束缚桎梏，不讳其耻，不可

谓贞。”《淮南子》认为，如果就世俗而论，管仲在其

早期政治生涯中，难逃不智、不勇和不贞的严厉指

责，只能是“布衣弗友，人君弗臣”。但《淮南子》对

此并不认同，反而强调“今以人之小过，掩其大美，

则天下无圣王贤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于视，不可

灼也；喉中有病，无害于息，不可凿也”，认为正由于

管仲能“以小辱成大荣”（《说林训》），在逆境中不

忘进取，所以才能最终“免于累绁之中，立齐国之

政，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若“使管仲出死捐躯，不

顾后图，岂有此霸功哉！”（《?论训》）

“夫圣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

虽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途，将欲以直大道，成大

功。”《淮南子》认为，管仲之所以能忍辱进取，是因

其“忧周室之卑，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国，民不得

宁处，故蒙耻辱而不死，将欲以忧夷狄之患，平夷狄

之乱也”（《泰族训》），有着拯济斯民、解国之难的政

治抱负。换言之，管仲之忍辱，并非仅为一己之私

利，而是如孔子那样，“欲行王道，东西南北七十说

而无所偶，故因卫夫人、弥子瑕而欲通其道。此皆欲

平险除秽，由冥冥至癤癤，动于权而统于善者也”

（《泰族训》）。由此，《淮南子》认为，“管仲束缚”，

忍辱以成功业，根本上体现出“圣人不高山，不广

河，蒙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贪禄慕位，欲事起天下利，

而除万民之害”（《修务训》）的崇高政治精神，值得

世人钦佩。

其次，对管仲尊王攘夷、佐桓兴齐的政治实践，

《淮南子》极为肯定和称扬。

在管仲的积极辅佐下，齐桓公不仅稳定自己在

齐国的政治基础，巩固君位，而且“三举而九合诸

侯”（《主术训》），成为春秋时期最具影响的政治家，

取得诸侯之盟主的重要地位。春秋初期，随着“周室

之卑，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国，民不得宁处”，原有

的以周天子为核心的政治秩序走向动荡、衰落。正

因如此，管仲因缘际会，在得到齐桓公的信任后，开

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

之”（《国语·齐语》），“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

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从政治、经济与

军事诸方面推动齐国迅速发展。基于此，齐国在日

后的国际事务中，开始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现实影

响。一方面，管仲促使齐桓公在政治上以“尊王”为

号召，存邢救卫，会盟诸侯，重建稳定的政治秩序；另

一方面，管仲辅佐齐桓公拒楚攘夷，安定同盟之国，

护卫华夏文化，由此建立“匡天下”的政治伟业。对

管仲在齐国史上的这种特殊作用，《淮南子》由衷称

扬，认为虽然“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主术

训》），但如若其不能“举贤以立功”（《泰族训》），识

拔和任用管仲，使其“立齐国之政”，则根本无法“九

合诸侯，一匡天下”。换言之，正因为桓、管之间“上

下同心，君臣辑睦”（《本经训》），所以才能促使齐国

率先成为春秋时期的强国，达到前所未有的政治

巅峰。

最后，对管仲身上丰富的政治文化内蕴，《淮南

子》有着多重认识。

作为春秋之际著名的政治家，在秦汉思想史上，

管仲时常被人论及，并被赋予丰富的政治意蕴，逐渐

形成特定的文化形象，这在《淮南子》中便有所反

映。若论朋友之谊，“无管仲、鲍叔以为臣，故有豫

让之功”（《道应训》），正因为有鲍叔牙的相知之情、

推荐之恩，管仲才能在政治逆境中化险为夷，有幸治

齐；若论君臣之遇，“管夷吾、百里奚经而成之，齐

桓、秦穆受而听之”（《缪称训》），如无齐桓公尽释前

嫌、宽怀用贤之举，管仲也难以施展才干，达成抱负，

而且“执术而御之，则管、晏之智尽矣”（《主术

训》），在《淮南子》看来，桓公之所以能任管仲以治

国，这也体现出为君之术的重要性；若论生平所为，

“管子文锦也，虽丑登庙”（《缪称训》），“从伯夷视

管、晏，则贪矣”（《齐俗训》），管仲因生活僭奢，曾引

起众多批评，被视为大节小疵，由此可见，在秦汉政

治文化中，管仲身为治齐之能臣，春秋之贤相，已成

为意蕴丰富的历史人物，其政治生涯为人们所乐道，

并惯以之为政治论说的题材。

简言之，管仲之于《淮南子》，可谓为臣之政治

典范，堪称“贤相”楷模。其远大的政治抱负，卓越

的政治才能，以及文化形象中丰富的政治意蕴，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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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所钦赏。

三、论“管”之思

《淮南子》论管，立足于黄老思想，这在西汉前

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作为一部王者之书，《淮南

子》尤重“治道”探索，注重对先秦政治史的反思与

总结，试图从中寻求西汉王朝的善治之路。在《淮

南子》看来，管仲辅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代表着春秋时期齐国政治的历史辉煌，煊赫一时，其

成功经验极为值得镜鉴。因此，《淮南子》论管，重

在以黄老政治精神，肯定和称扬管仲安民兴齐的

“贤相”才能，而非苛求其为道德化“圣人”，这同先

秦儒、法家之论管既有所同，也都有所异。

从孔子以来，儒家在政治上强调“礼治”与“德

治”，认为统治者应修身为本，守礼为要，能推动王

朝发展走向理想的仁义政治。因此，在评价现实中

的政治人物时，儒家时常以“礼”、“德”论之，虽重视

其实际的政治才干与成就，但却易于求全责备，追求

道德完善，对管仲而言，即是如此。

一方面，儒家对管仲的政治才干与功绩都有着

积极评价。孔子曾言：“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

管仲之力也”（《论语·宪问》）
［３］９８２

，“管仲相桓公，霸

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

发左衽矣”（《论语·宪问》）
［３］９８９

，甚至以“仁”论管，

赞扬“（管仲）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

无怨言”（《论语·宪问》）
［３］９６３

。孟子亦言：“管仲以

其君霸”，“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

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孟子·公孙丑上》）
［４］１７５

。

与孔、孟相近，荀子认为：“夫齐桓公有天下之大节

焉，夫孰能亡之？絯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是天

下之大知也”（《荀子·仲尼篇》）
［５］１０６

，“桓公之于管

仲也，国事无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荀子·君子

篇》）
［５］４５２－４５３

，对管仲在齐国政治中的特殊作用及地

位同样给予高度肯定。

但另一方面，基于“礼治”与“德治”思想，儒家

对管仲又有所指责和批评，认为其虽然是杰出的政

治家，但与儒家之“圣人”标准还存在很大差距。当

弟子问及管仲时，孔子慨叹：“管仲之器小哉”，认

为：“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

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

礼”（《论语·八佾》）
［３］２０６－２１２

，认为管仲修身有失、违

反礼制，进行严厉批评。在孟子眼中，管仲虽是齐国

之能臣，受到桓公信任，但仍非其所理想的政治家，

所以面对公孙丑问“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

功，可复许乎”时，孟子反问道：“管仲，曾西之所不

为 也，而 子 为 我 愿 之 乎？”（《孟 子·公 孙 丑

上》）
［４］１７３－１７５

与孟子相较，荀子对管仲的批评更为显

然，认为：“管仲为政者也，未及修礼也”（《荀子·王

制》）
［５］１５３

，因此虽然“齐之管仲，晋之咎犯，楚之孙

叔敖，可谓功臣矣”，但却并非如“殷之伊尹，周之太

公，可谓圣臣矣”（《荀子·臣道》）
［５］２４９

。更有甚者，

荀子站在儒家仁义立场上，明言：“管仲之为人，力

功不力义，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为天子大夫”

（《荀子·大略》）
［５］５００

。由此可见，对管仲的历史评

价，先秦儒家存在着双重性，既积极肯定其尊君强齐

的政治才能与成就，但又认为其政治实践缺乏儒家

礼、仁内涵，无法成为儒家化的理想政治家。

不同于儒家的思想认识，法家对管仲则表现出

极大推重，强调其政治实践的事功性，且并不以道德

礼制进行苛责。“管夷吾实贤而鲁囚之。”（《韩非

子·难言》）
［６］２２
韩非认为，管仲之所以会“束缚”而受

辱，实乃由于“君不明也”。“昔者齐桓公九合诸侯，

一匡天下，为五伯长，管仲佐之”，正因为桓公能慧

眼识人，任用管仲以治齐，所以最终才能“兵横行天

下，为五伯长”（《韩非子·十过》）
［６］７３－７４

，成为齐国

史上的贤明之君。而且，从“治国之有法术赏罚，犹

若陆行之有犀车良马也，水行之有轻舟便楫也，乘之

者遂得其成”的法家思想出发，韩非甚至将“管仲之

所以治齐”与“商君之所以强秦也”并提，认为管仲

是“有术者之为人臣也”，能在政治上“得效度数之

言，上明主法，下困奸臣，以尊主安国者也”（《韩非

子·奸劫弑臣》）
［６］９９－１０５

。在很大程度上，管仲之于

韩非，已被视为理想的法家化政治家，能“明於霸王

之术，察於治强之数，而不以牵於世俗之言”，最终

促使桓公“立为五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与

此相反，韩非激烈批评儒家所重之“伯夷叔齐”，认

为“若此臣，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

可以赏使也，此之谓无益之臣也”（《韩非子·奸劫弑

臣》）
［６］１０６

，根本无法同管仲相比。

《淮南子》论“管”，和儒、法两家都存在一定的

异、同之处。若就相同而言，对管仲佐桓公、兴齐国、

合诸侯、匡天下的政治功绩，《淮南子》与儒、法家皆

持积极肯定的历史态度，认为管仲确实极具治国之

雄才，确为政治伟人。但《淮南子》与后者的差异也

显而易见。一方面，不同于儒家，《淮南子》基于黄

老道家，论“管”重在“求治”之功，并不以礼、仁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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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要求和衡量。而且，《淮南子》明确认为管仲是

“贤相”，其治齐实践甚可为师法。另一方面，也异

于法家，《淮南子》没有将管仲视为法家化的政治

家，并不凸显其政治实践所具有的法术内涵，更不会

将其与商鞅相较。在《淮南子》看来，“今若夫申、

韩、商鞅之为治也，?拔其根，芜弃其本，而不穷究其

所由生，何以至此也。凿五刑，为刻削，乃背道德之

本，而争于锥刀之末，斩艾百姓，殚尽太半，而忻忻然

常自以为治，是犹抱薪而救火，凿窦而出水”（《览冥

训》），正因商鞅治秦不顾民众所需，蔑视民力，只知

任法滥刑，所以才会导致“令苛者民乱”，“商鞅立法

而支解”（《缪称训》）的悲惨结局。由此，《淮南子》

认为管仲根本不同于商鞅，“三代种德而王，齐桓继

绝而霸”，如果说管仲治齐，值得借鉴的是积极经

验，那商鞅治秦则完全相反，只是“树黍者不获稷，

树怨者无报德”（《人间训》）的历史教训。也就是

说，《淮南子》始终认为，管仲兴齐具有内在的政治

正义性，能推动齐国政治获得民众支持，走向良性发

展，故“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
［２］２１３４

，而商鞅强

秦，虐民为务，其效果必然难以长久。

综上所述，作为“汉初政治思想的理论总结”，

《淮南子》“集黄老道家之大成”
［７］
，试图以此为基

础，反思与总结先秦政治史上管仲兴齐的成功经验，

从中探求西汉王朝之“治道”，进而推动其稳定发

展，实现强盛。在《淮南子》而言，管仲不仅与百里

奚、子产等一样都是治国之能臣，“贤相”之楷模，而

且也与孔子、墨子等相仿，称得上是忧天下之患，兴

天下之利的“圣人”，因此管仲兴齐的政治实践及经

验，值得西汉王朝积极借鉴和效法，而管仲之类的政

治家，也值得西汉统治者主动发现、赏识和信任。应

该说，《淮南子》对管仲这种由衷的肯定和推崇，既

彰显出其强烈的“求治”意识，也再次凸显出管仲在

先秦政治史上的重要影响。而且，其基于黄老道家

的论“管”之言，在秦汉思想史上独具特色，体现出

一定的代表性，这对我们今天重新审思历史上“中

国最大之政治家”，“学术思想界之巨子”
［８］
的管仲，

当能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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